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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危機中的承認政治學

對當今的中國社會而言，年末是一道坎，大量累積的社會矛盾會追蹤而

來，比如每年這時農民工的欠薪問題。2010年1月26日，廣東一黎姓男子在位於

東莞的原公司索要工傷賠償被拒後，脫掉褲子提c兩把殺豬刀砍公司大門。與

往年不同，這一事件在新聞記者眼中平添了幾分喜劇色彩。這位暴力追討工傷

賠償的農民工在「為權利而鬥爭」的訴求之外頗有一點「為承認而鬥爭」的意味。

記者錄下了幾段他的「雷人語錄」，一掃以往印象中極度弱勢的農民工群體的哀

憐狀。他彷彿忘記了自己的利益訴求，鏗鏘有聲的皆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的飛黃騰達之想。他慷慨道1：

我叫黎恩旺，有恩才有旺。黎恩旺，可能要有恩給別人，或者別人有

恩給我，這樣我才能旺起來。

我不甘心的原因就是沒有真正享受過一次，⋯⋯我的享受很簡單，就

是在五星級酒店享受一次就夠了，比如說在U面甚麼都試一次，不用多少

錢，你給我三五千塊錢就行了，很簡單的。

死也要讓世人知道，有我這個人曾經存在，所以我說，法律已經阻止

不了我了！

這簡直就是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主奴哲學的文學表達。黑格爾認為

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渴望別人的承認，那個被承認的就是主人。「雙刀

客」的冬日Ý事在微觀政治中透露出頑強的個體意願訴求，整個場景與對話都是

圍繞c「承認」這一主題而展開的，儼然是一個為獲得承認而鬥爭的活劇本。難

道在社會矛盾與衝突中「為權利而鬥爭」的格局出現了動搖，新的不穩定因素正

在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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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承認的政治學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中被拋出結構外的群體和不公平的社會分配格局，成伯

清曾提醒道：「儘管許多現象可以通過相對剝奪感來解釋，但其中也有道義的需

求未能得到滿足的原因。我們必須突破狹隘的利益範疇來理解我們當下的社會

狀況。雖然我們不應輕易地從經濟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視角轉向社會承認

（recognition）的問題，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我們必須重視這個維度在

社會現實中的意義。」2

被社會承認和接納，是德國學者霍耐特（Axel Honneth）「承認政治學」的主

題。他指出，相互承認規定了主體之間的關係，從而使被接納的個體認識到

自己是社會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3。這一洞見使我們認識到東莞「雙刀客」事件作

為承認政治學的極端標本的存在。實際上，以承認政治學視角來審視我們這個

「斷裂」與「失衡」的社會，比一般的利益政治學視角更切近真實。

筆者的一個學生給我寫信說：

大學畢業後，我聽了父母的話，得到了一份聽起來不錯的工作。可是

進去以後發現自己不過是編外人員，做他們有編制的人一樣甚至還要多的

工作，卻只拿到他們三分之一的薪水，也沒有他們可以享受的種種福利。

這些我都受得了。我可以為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吃苦耐勞。

但是我無法忍受他們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他們常常會因為其他原因否

定我的能力，常常自以為是，常常使用雙重標準。我每天幹¿重複機械的

工作，不需要思考，更不能提意見，只能按照領導的意思做，即使是錯誤

的，即使是像收拾飯碗這類事。但是我又不能離開，因為父母的關係，還

是那句，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每天回家都很累，心情都很不好，但是媽媽不想聽我的抱怨，不想聽

我喊累，她說聽了會心寒。我只能把這些都放在心U，於是每天都睡不

好，連做夢都是跳樓自殺的情景。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從湖北來南京工作的小張對筆者說：

像我這樣，大學畢業以後在公辦民營學校工作，沒有編制。工資跟有編制

的老師不一樣，比他們低得多。工作與他們也不一樣，分配給他們的是好

班，分配給我的是比較差的班。待遇很低，只能維持基本的吃住，07年的

時候有編制的老師每人加400元，我們就沒有，當時心理上很不平衡。我們

做的事比人家多，反而享受不了同等的待遇。當然不僅是工資低、也看不

到希望，擔心失業，擔心學校以後把你辭退，萬一得罪哪個領導，擔心立

刻辭退你。在這種體制下，個人看不到希望，有很大的危機，沒有安全

感、看不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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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會傷害的體驗無疑不再是單純的利益受損，還有更深的體制內與外的區

分造成的人格與精神上的挫傷、屈辱與不平等感。這樣，從體制層面的身份政

治對社會不公進行分析，為探究承認政治學提供了一個視角。

在霍耐特看來，這種得不到承認的形態意味c一個個體在結構意義上被社

會排斥在權利的佔有之外，即作為共同體的合格成員被拒絕享有參與制度秩序

的權利4：

即他未能享受一個成熟合格的、平等地賦有道德權利的互動夥伴的地位。

對個體而言，被否定了社會性地有效的權利要求，就意味¿侵害了主體間

的期望，這種期望使個體作為具有道德判斷能力的主體而得到承認。在這

個意義上，這種蔑視經驗十分典型地導致自尊的失落，即喪失作為在法律

面前平等、與周圍所有人進行交往的互動夥伴而自我相關的能力。

對於當前的中國社會而言，這種得不到承認的狀態以身份不平等的形式表現出

來；換言之，承認政治學與身份政治學緊密相聯。這是霍耐特的分析不及深入

之處，也是承認政治學必然遭遇的中國處境。

在社會不公的背後是資源分配方式的身份等級制，這一判斷質疑的是我們

這個社會結構的分層原則。現代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形成在於其社會分層依據的

是個體的財富、聲望和權力。當今中國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其內含的是以佔

有權力多寡的身份等級制來分配社會財富的前現代社會的邏輯。身份等級制屏

蔽了處於社會結構下層的群體公平參與社會分配的機會。大量的農民、農民

工、下崗失業者、其他弱勢群體成為「發展的代價」，為改革支付成本卻不能對

等地享受改革與發展帶來的利益。

由此造成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產生了兩股對立的社會分層趨勢——上升

和下降的社會階層。動態的上升階層處於金字塔的頂端，即所謂的「不落空階

層」5：

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

性資本精英集團。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現象： 在國家政權層面上總體性血

緣資本代際交換，強化了不同資本的可轉化性，這就是「不落空」現象，換

言之，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佔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

與之相反，下降的社會階層主要是原有的工農階層經體制改革以後處於社會再

分配的下層。這個階層的下降趨勢主要是由於一些不公正的社會政策與前現代

的社會關係使其固化在金字塔底層。

香港學者蘇耀昌在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的貧困時強調經濟改革重構了社會等

級，在市場化過程中各種原有的文化和權力資本參與到經濟發展之中，強化了

所有者的權力，形成了所謂的「新型經國家干預的階層分化社會」（a new state-

mediated class-divided society）。部分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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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官員的資產階級化」（embourgeoisiement of cadres），同時，城市的經濟改

革削弱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導致「國企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the semi-

proletarianization of state workers）6。這延續了社會學中轉型理論對中國的分析

思路：市場化重構了社會等級。

本文要強調的是，這種社會等級實際已經固化倒退為一種社會身份。這一點

可以以農民工為例來看，目前，中國二億農民工的艱難處境實際上受制於不平等

的社會身份與社會關係。對於一個事實上已經進入生產領域的工人來說，被人為

地烙上了「農民工」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身份標記；而馬克思在界定工業化過程

中農民轉化為工人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時，是以進入生產領域為基本前提，而不是

人為的社會身份。從這一點來看，「農民工」的被（身份）政治化，而得不到基本的

社會（公民權）承認，毫無疑問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世界現代化歷史上的反常

與變異，反映了社會分隔分離政策代替了公平競爭環境下的社會自然有序分層。

2009年7月21日，湖南《瀟湘晨報》報導了湖南省耒陽市一百多名在深圳從事

建築業的工人集體得了塵肺病，卻因為他們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而難以得

到應有的賠償7。隨後有幾十家媒體跟進報導了湖南張家界市一百多名在深圳

從事建築業的工人集體罹患塵肺病的「塵肺門」事件，這些工人同樣因為勞動合

同的缺失而難獲賠償8。有人問道，為甚麼在中國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

中，進入城市的農民不能自然轉化成城市工人？為甚麼當下的中國工人階級一

直處於半無產階級化狀態9？中國農民工因人為的制度障礙而導致的「雙重異化」

和「雙重從屬」狀態是馬克思對工業化的觀察所始料未及的bk。權利缺失的根源實

際上在於現行的身份政治和社會分離政策。

二　身份政治：改革的幽靈？

改革之所以製造了大量的社會不公，在於改革不僅沒有改革掉這種前現代

的身份政治，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型，而且是以此為平台實現了經濟總量的

極快積累。改革犧牲了底層階級的利益，有人視之為當然，認為這是改革的必

然代價。這種觀點已經意識形態化，甚至成為上層社會對待發展的普遍社會心

理。這樣改革的後果導致發展意味c以一部分人剝奪另一部分人為代價。正

如：張家界建築工人在深圳維權時，接待他們的政府官員告訴他們：美國今天

能這麼發達，也是因為在1950至60年代犧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你們的事是歷史

遺留問題，是發展的必然代價。這是歷史的欠賬，現在也沒法追究是誰的責

任。深圳市政府能給予人文關懷，若在內地你們根本無法找政府bl。

「代價論」的意涵不言自明——作為社會底層群體只有作為代價被犧牲掉。

但是當代價愈來愈大、社會階層的裂縫遇火即爆，社會怨恨與群體性事件愈來

愈多時，改革這艘船將置整個社會於何種境地呢？不言而喻，中國經濟改革彰

顯出分配原則上的身份政治圖景，如同一個幽靈，窒息c整個社會的活力與社

會整體的團結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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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這個以利益為主導的社會中，社會不公突出地表現為資源分配方

案、資源分配格局、資源佔有方式的不平等，社會財富已經逐漸集中在「不落空

階層」。通過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分隔，使一部分人以既定的社會身份參加了體制

內分配，形成了大魚—小魚—蝦米層層分級的利益集團，然而更多的人被屏蔽

在再分配體制之外，累積成為金字塔底端的部分。

金字塔型社會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兩極分化與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的

結構源，如同一隻怪獸愈來愈猙獰展示c它的身段。「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這昭示的是怎樣一種社會不平等狀況？2009年末，有媒體報導南京安德門

一農民工因無衣禦寒而凍死於橋洞的慘狀為此作了詮釋bm。

兩手空空都是因為沒有權利，范伯格（Joel Feinberg）說：「有權利，我們就

能『活得像人』，就能注視他者，就能在根本上感到人人平等。尊重個人⋯⋯可

能僅僅是尊重他們的權利，⋯⋯所謂『人類尊嚴』，可能不過是可承認的肯定各

種要求的能力而已！」bn從這點來看，不斷鳴笛的群體性事件說明中國社會中爭

取承認之旅在吶喊中已經上了征途。

不得不說，體制內的層級分配與體制外的被拋棄，使人們在怨恨中惶恐不

安，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也失去了幸福生活的樂趣。價值被抽空了，剩下的

只有利益，令人生厭又令人在顫慄中夢想不已。中國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帶來

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繁興。但是，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不平等拉大

了，其結果是兩極分化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伴隨的是結構性的社會怨恨與群

體性事件，而一個因社會政策的公正性而產生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始終未出現。

一個現代經濟體的發展為甚麼不具備現代性的特徵？在現代化以前，很多

古老的帝國統治形態也創造了經濟繁榮的奇2，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來，

古代性與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國家權力的結構發生了根本的位移。

古代社會的國家權力就是統治權，以王權為中心的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種古老

的法理，將權力視為權利，背後是整個的階級利益，擁有這種權力就擁有了交

易和交換的經濟功能bo。現代社會因為公民權的普遍覺醒，社會財富不再被少數

權貴階層所佔有，社會不再以佔有權力的多寡來分配資源，而是按照公正的社

會政策分配給每個公民。現代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位移，不再有一個高

高在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統治權被代議制的公共權力所代替。這是社會平等

與社會和諧的前提，如果達不成這樣的社會目標，繁榮與發展的背後必然就是

犧牲，製造大量「改革的代價」。以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社會公正來判斷，

這種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三　結構性的社會暴力

身份政治的第一個惡果是直接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一個人（一個群體）的權利

和自尊。霍耐特將之稱為「強暴的蔑視形態」，在他看來，這種蔑視形態就是一

個人被強制地剝奪了自由支配其肉體的一切機會，這種體現在拷打和強暴中的

中國三十年的經濟改

革，帶來了舉世矚目

的經濟繁興。但是，

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

的同時，社會不平等

拉大了，其結果是兩

極分化的金字塔型社

會結構，伴隨的是結

構性的社會怨恨與群

體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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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傷害摧毀了一個人的自我和社會性存在的基本自信，同時影響到與其他主

體的一切實踐交往bp。在今天的中國，這種體驗是很多孤立無援又無法自M者所

遭受的社會暴力。按杜茲納（Costas Douzinas）的解釋，這種「壓迫和統治是公共

權力或私人權力的罪行。這兒的罪犯通常是政府及其官員和法規」bq。

當今中國社會正日益讓更多的人體驗c這種「不平等」與「不公正」，從而累

積社會怨恨和社會暴力。四川女孩楊海燕（房憶蘿）在她的自傳體小說《我是一朵

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i描寫了躲避治安員查暫住證，半夜時分逃

到山上的經歷br：

出租屋門外傳來了大聲的呵斥和踢門聲：「開門，快開門，暫住證！」

「快走！」於是連想都顧不得想，我又拉住麗娟的手，沒命地向不遠處

的一個小山坡跑去。雖然我們都穿¿布鞋，但慌亂之中，我還是跑掉了一

隻鞋。腳下的路非常生硬，我赤裸的左手硌在上面生生地疼，我帶¿哭腔

說：「鞋，我的鞋。」

「來不及了，他們看到我們Õ空¿，說不定會追過來。」我只好拼命壓

抑¿腳上的疼痛沒命地奔跑起來。

「哭甚麼哭，小心治安隊聽到了上來抓人。」

我心下一驚，哭聲嘎然而止，硬生生地將淚水咽進了肚子U。

從中，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農民工在城市遭受的蔑視和屈辱。實際上，這樣的

社會傷害正在連年上升。筆者常常看到報導：某地所謂執法或管理人員無端讓

那些沒有違法的農民工抱頭蹲在地上，城管人員毆打商販暴力執法等公權力傷

害民眾的事件。

農民工權利被剝奪建

立在其基本的工人身

份不被承認的基礎

上，公民權的匱乏嵌

入在身份政治的不平

等之中。這種不平等

的社會結構一次次把

累積的社會矛盾推向

風口浪尖，不斷擠壓

製造出一起起社會騷

動和群體性事件。

農民工處於社會結構底層，長期遭受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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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底層的無端蔑視造成了難以癒合的社會傷害。霍耐特的研究表明：

「無論怎樣努力建構合法化的體系和賦予蔑視經驗以甚麼正當意義，拷打或強暴

所造成的傷害常常伴隨c個人對社會世界之可靠性的信賴感的急劇衰退，常常

伴隨c個人基本自信的崩潰。」bs最終導致社會衰亡。

剝奪權利無疑會導致「為權利而鬥爭」的抗爭，從而引發社會暴力。如果有

農民工在維權遭遇暴力之後發生殺人案只是一些極端個案的話，那麼每年一到

年末的自殺式農民工討薪就不得不使人從社會結構上追溯它的根源。例如，潘

毅等學者的調查表明，建築業農民工的欠薪是包工制度造成的bt。農民工權利被

剝奪建立在其基本的工人身份不被承認的基礎上，公民權的匱乏嵌入在身份政

治的不平等之中。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一次次把累積的社會矛盾推向風口浪

尖，不斷擠壓製造出一起起社會騷動和群體性事件。

剝奪權利引發的另一個社會後果就是普遍社會怨恨氣氛的形成。對於怨恨

的社會形成機制，舍勒（Max Scheler）分析道：「一個群體的政治、法律或者傳統

的地位與其實際的權力，愈是不一致，則怨恨擴散的心理動力就愈強。」ck由此

看來，今天中國社會倒逼出了強烈的政治平等訴求與社會經濟不平等之間的逆

差怨恨。沿c舍勒的思路，成伯清進一步指出，怨聲載道、人人不滿都是「因為

無論是政治意識形態還是法律都強調人人平等，而實際上卻又存在c形形色色

的不平等」。「就當下而言，口惠性的平等（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和實質性的等

級（從級別到待遇層層細分），依然存在，並充分體現在任何一個權力運作的儀

式和活動中。任何一個受過平等啟蒙的人，遭遇這種情形的時候，內心難免受

到傷害而又無可發作。」cl當深圳張家界籍建築工人集體罹患塵肺病而得不到職

業病防治所的治療時，一個工人曾疾呼：「你是一家醫院，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工人，為甚麼我們不能進醫院檢查身體？」cm在這i，工人階級的平等地位

賦予了他們抗爭的武器，而實質性的身份政治並未真正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這

是他們未曾想到的，而推動工人從維權發展到群體性事件的就是這種難以名狀

的社會怨恨。社會怨恨被釋放的途徑往往是社會暴力。累積的社會怨恨轉化成

社會暴力往往只在瞬間，它是長期遭受蔑視的代價，是爭取承認的集體反叛。

對當下而言，我們需要超越單方面對中國社會矛盾、大量的社會抗爭與群

體性事件的維穩與治理視角，從承認政治學出發，釋放和讓渡更多的社會空

間，才能促成結構性的穩定。不同群體權利的滿足是社會穩定的前提，獲得承

認意味c人們制度性、結構性地被接受進來，否則，弱勢群體對社會不公正體

驗的累積必將演變成「為承認而鬥爭」的動力。

四　從承認政治到社會接納

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對英國工人階級抗爭的經典研究揭示出社會抗

爭的道德訴求邏輯：社會叛亂不僅僅是因經濟困苦和物質匱乏而產生的，相反，

從身份政治的視角來

看，當下中國的社會

不公造成的利益受損

嵌入在各種蔑視經驗

之中，從而將「為權利

而鬥爭」與「為承認而

鬥爭」聯結起來。剝

奪權利源於身份政

治，各種社會蔑視同

樣源於身份政治。反

對社會蔑視形成的制

度和文化，為承認的

政治學展開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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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承受的經濟貧苦事實上是根據人們一致的道德期望來加以衡量的。當經濟處

境的變化被認為是對默然有效的共識的侵犯時，實踐的抵抗和反抗就出現了cn。

湯普森的認識啟發我們在把握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事件時，超越

利益抗爭的單一維度。因為實際上，體制內外分隔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層級分

割的身份政治，其促進的相對剝奪增加了人們對社會不公的體驗。這似乎印證

了霍耐特的觀點：「一切社會對抗和衝突形式在原則上都遵循c為承認而鬥爭這

一模式：每一種集體反抗和叛亂行為的興起都可以追溯到一種恆定的道德經驗

框架。」co

從身份政治的視角來看，當下中國的社會不公造成的利益受損嵌入在各種

蔑視經驗之中，從而將「為權利而鬥爭」與「為承認而鬥爭」聯結起來。剝奪權利

源於身份政治，各種社會蔑視同樣源於身份政治。反對社會蔑視形成的制度和

文化，為承認的政治學展開了道路。

在黑格爾看來，「為承認而鬥爭」是積極的社會運動，有助於社會團結，使

個體和整個社會都朝向通往倫理生活的道路上。「主體之間為相互承認而進行的

鬥爭產生了一種社會的內在壓力，有助於建立一種保障自由的實踐政治制度。

個體要求其認同在主體之間得到承認，從一開始就作為一種道德緊張關係扎根

在社會生活之中，並且超越了現有的一切社會進步制度標準，不斷衝突和不斷

否定，漸漸地通向一種自由交往的境界。」cp

正是這樣的「為承認而鬥爭」導致了內生性人權的成長，個體的主體性不再

建立在外在於自我的社會身份等級基礎上，擁有特權被定罪為一種社會羞恥。

每個人平等地享有公民權，人權意味c個體的相互承認，「公民權⋯⋯表達了相

互認可的法律裁判，從而把個人建構成政治國家的公民。社會是通過相互認可

而形成的，承認規則以授予的形式賦予個體的社會同一性。」cq社會在主體之間

的承認運動中成長起來，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存在方式，相互承認建構了公民

之為公民的政治權利，重構了社會的疆域。

主體性的成長需要被接納和承認。霍耐特總結了三種不同的相互承認形

式：愛、法律和團結。這三種承認形式使個體發展出對社會的信賴、被賦予平

等的權利、受到對等的重視，從而在共同體中獲得基本的自信、自尊與自豪。

不承認會破壞社會和諧，造成社會冷漠以至社會衰亡的嚴重後果。「為承認而鬥

爭」就是反抗各種蔑視，反抗強暴、反抗剝奪權利、反抗侮辱，追求各種形式的

承認，確立個體作為共同體成員存在的基本自信、自尊與自豪感。

通過社會鬥爭擴展個人權利，讓「每個社會成員都被賦予了一切權利，有助

於使他們平等地表達政治利益」cr。在討論到美國1950和60年代的民權運動時，

霍耐特贊成這樣的觀點：「忍受法律上的低權益狀態⋯⋯必然導致社會羞恥感的

麻木⋯⋯只有通過主動的反抗和抵制才能從這種麻木中解放出來。」cs

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在承認政治學的意義上，我們應該把任何社會

抗爭、社會騷動與社會反叛當作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接納到社會制度進步的

良性互動中來，在衝突中確立道德規範，在差異中建構自我同一。「為承認而鬥

爭」對於在當今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中推動平等的個體權利提供了批判的意識形

「為承認而鬥爭」就是

反抗各種蔑視，反抗

強暴、反抗剝奪權

利、反抗侮辱，追求

各種形式的承認，確

立個體作為共同體成

員存在的基本自信、

自尊與自豪感。在黑

格爾看來，「為承認而

鬥爭」是積極的社會

運動，有助於社會團

結，使個體和整個社

會都朝向通往倫理生

活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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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讓那些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損群體、各類被身份政治邊緣化的群體，在主體

的相互承認中確立起不可蔑視的尊嚴。這是筆者的夢想，當哪一日社會暴力、

社會怨恨、社會冷漠被社會公正、社會信任、社會團結所取代，不再有身份政

治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時，社會和諧的景觀將真正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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